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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論的風險經濟 
檢視電視政論節目的公/私意涵 

 
唐士哲 

南華大學 傳播管理學系 

本研究自 94 年 9月開始以來，在台灣的政壇陸續爆發了幾次執政黨貪瀆、

收賄等弊案，並且在經歷了 94 年底三合一選舉後，政論節目的「論壇」重要性

大大提升。直到年中執行報告書寫的此時，第一家庭成員炒股、接受政治酬庸，

以致於第一家庭成員遭收押的弊聞仍舊成為一些政論節目每日必定上演的「揭

弊」戲碼。電視政論主導輿論言情的角色，莫甚於此。 

    本研究在第一年的執行，主要的工作是先做文獻的整理、繕寫，以及現有政

論性節目的調查工作。文獻整理部份，經過初步整理彙整，初步結果如下： 

文獻整理 

本研究的文獻整理，以三個方向進行對於政論節目的文獻討論：分別是社會

學中對於「風險」概念的討論以及電視內容所體現的風險社會；傳播文化研究中

對於「類型」的概念的探討；以及電視政論作為一種類型。 

一、電視與社會風險 

電子媒介由社會機構的一部份，成為社會「負擔」的一部份，在近幾年來已

成為社會學及媒體研究裡無法忽視的一個現象（Beck, 1986, 1999; Bauman, 2000, 
2002; Luhmann, 2000; Lash, 2002; Postman, 1992）。電視影像的大眾性以及在日常
生活中無所不在的穿透力，對於日常生活的秩序與個人的社會認同建構產生何種

影響，成為反思資本主義社會現代性的一個主要課題。其中，德國社會學家 Beck
的風險社會觀念，以及波蘭裔英籍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對於現代社會中流

動無常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觀察，概括呈現電視與社會意識建構間的關

連性。 

根據 Beck的觀察，在第一個現代社會裡，國家體系、階級、家庭等都曾扮

演著圈限現代社會個人經驗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隨著晚期工業社會中，社會

邏輯的轉化，個人與這些傳統的社會結構開始產生脫勾的現象。反身的現代社會

中，「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已成為當下時代一種嶄新的生活狀況與生活史

範型（biographical pattern）。但 Beck認為，這種個體化的傾向，不能只等同個人

意識或主體認同的完全自由化或解放。如果傳統的社會規範不再是罩在個人日常

生活實踐上的緊箍咒，個人在享有自我決定權的同時，卻也意味著他/她必須承
擔種種決定後的風險。不論是傳統家庭結構的瓦解、工時與工作場所的彈性化、



消費的歡愉、性與性別的解放、乃至於教育普及後提升的教育水準與個人期望水

平，在擺脫傳統固態的社會形式的限制後，個人反倒成為必須在生活世界中「再

造」（reproduce）社會性的基本單位（Beck, 1986: 128-133）。 

因為電視的存在，而被工具化的公開化的情緒語言也由然而生。如果維根斯

坦認為，在語言的世界裡，沒有「私語」（private language）這麼一檔事，任何
堪稱「私下的」，只有那些無法訴諸語言溝通或傳達的。那麼顯然電視談話創造

了一個公開的途徑使得「私語」也能夠檯面化、語言化。Bauman指出，電視裡

的談話使得原本無以名狀的私下情緒獲得了可資彰顯的名目，也因此這些情緒在

電視裡成為可被閱聽眾刻意尋獲、檢視、甚至談論的客體。當情緒成為電視言談

裡刻意捕捉的對象，且堂而皇之的在螢光幕前被再現出來，姑且不論這些情緒本

身是否代表因電視而成為的公眾人物們發自內心的真性情，這些情緒已經因曝

光，而成為可被指認、甚或應被彰顯的語言指涉物。如此一來，「私語」不但是

有可能的，且私語所指涉的情緒或情感，在電視的世界裡，皆被認為是合適溝通

或公開傳播的。換句話說，Bauman認為：「語言創造了自己的公眾，也創造了自

己的公共空間。」（2002：168） 

Bauman認為，在談話秀節目中，公開展現私人的情緒已成為基調。如果在
日常生活裡，公開場合中過於直接表現喜怒哀樂是不合宜的，且有失顏面。電視

談話秀這個公開管道，不論是對談話秀現場的觀眾或是對家庭裡的觀眾而言，卻

公然鼓勵私人情緒的抒發。談話秀的主持人，永遠試圖揭開「外表下神秘的內心

世界」，來賓公開的控訴、懺悔、表白、哭訴、回憶與反省，換得的是一波波觀

眾熱情的掌聲與回應。在談話秀裡，沒有內心世界或情感因尺度限制而不能公諸

於世的。（2002, pp.166-170）。 

Bauman指出的情緒語言的公開化，背後的危機不但在於「以公共語言談論

公共事務」的停滯，而且在於電視的公開性，不但無法解決民主社會中的公共問

題，它甚且不斷的試圖創造情緒語言空間，延遲公共問題獲得解決的機會。

Bauman認為，在電視談話性節目裡看到的具象化的私語，使得社會難解之題無

法被有效的轉譯成公共議題，它們只是藉由電視這個管道，被不斷的公開彰顯為

「私人問題」。更甚者，電視以收視率維持經濟體制的特殊需求，使得私語化的

討論形式，不斷的尋求滿足符合電視經濟目的前提的「公眾事件」，藉以使得談

話的情境，能夠在序列化節目形式中不斷的被複製。如果公共事務的討論有其目

的導向，希望藉由言詞的互動尋求共識，或至少是妥協，電視對於公眾議題的偏

私面的關注，徒然只是消解了任何藉由電視可以達成的公開解決的目的。 

Bauman認為，當政治事務在電視中以私語的型態被輕鬆以對，象徵的是結
構性的難解之題或衝突，被以個人生活政治的手段解決。但這種解決方式，究其

實仍是無解。 

 



二、類型的概念 

「類型」（genre）作為一種分析的概念，強調的是作品可以依照其文本的特

性而被規類。猶如生物學中的命名法(taxonomy)，類型可以依一套的分類標準，

而被用來區分不同作品，藉以強調同類型作品中文本運作的通則，以及不同作品

間系統性的差異（Feuer,1992；Newbold, 1995）。然而相異於命名法的是，文學、

戲劇、電影、電視等的類型本身也是一套持續轉變的系統。文學批評學者 Todorov
指出，文學類型的起源往往由其他的類型而來，一個新的類型總是由先前的另一

個或數個類型藉由倒置、替換、組合等方式轉變而來，因此，類型也是一套持續

轉變的系統（1990）。Sobchack(1975)以電影為例，指出電影類型的起源往往不是

模仿真實的生活，而是模仿其他電影而來。 

Jane Feuer（1992）在探討電影與電視這兩種大眾媒介時指出，相異於文學

作品在「原創性」的界定上可以自成一格，電影與電視這兩種大眾文化的產物往

往因其產品是服膺特定工業量產的需求，而較難以個別作品的文本特性作為分析

電影或電視類型的基礎。以電影為例，「類型電影」（genre films）在好萊塢電影
工業的發展中，除了是公式化的應用一套製作準則來規範電影敘事，以達到大量

生產的目的，類型也被業界用來當作一種宣傳電影的手段，成為觀眾在觀影前創

造以及滿足觀眾特定期望的「契約」。因此分析電影或電視的類型，除了文本的

特性之外，尚須包括生產文本的機構，以及因類型化的文本所造就的詮釋社群。

換句話說，大眾媒介如電視或電影的類型揉合了三個相互影響的面向：（1）生產
體系；（2）文本結構；（3）觀眾長時間收看過程中所成形的「詮釋社群」意涵（Feuer, 
1992: 142-144）。 

三、政論作為一類型 

分析政論節目的類型特質，可由電視這個媒介的文本結構談起。大部分的電

視節目採連續化的敘事結構，這在分析電視類型上，是一個不可忽視的特性。如

果電影或文學作品是完整的文本閱讀經驗，我們已由 Raymond Williams（1992,
馮建三譯）的分析中明瞭，商業電視的文本建構特性是既斷裂又連續：既有因廣

告插播而造成的敘事中斷，又有因節目的序列化，而使得許多節目在時間上以每

週或每日播出的方式延續。因此，電視的文本結構有很多生產體系的策略性考

量，如何使得觀眾在破碎的收視體驗中，仍能如參與儀式般的持續收看，就成了

衡量個別節目的表現重要的依據。以虛構的戲劇形式而言，成功的電視連續劇，

往往在長時間的播出過程中，逐漸的凝聚一群忠實的收視眾，而這群收視眾對於

文本結構內敘事的未來發展，往往可以左右生產體系的製作考量（Allen, 1985）。 

瞭解電視的序列化特性，對於問題化政論節目的類型特質與其社會的意涵至

關緊要。政論節目與戲劇節目的共通點，在於同屬帶狀型節目。帶狀型節目不可

避免的缺憾， 



，在於因定時播出可能造成的閱聽人收視倦怠。當戲劇節目可運用出人意表的戲

劇高潮來克服因公式化的敘事與固定的角色班底而耗掉的閱聽眾的注意力，政論

節目的機巧之處，便在於談話以何種方式被呈現。 

以訴說的模式而言，政論型節目發展出一套公式化的「我/你」的論述型構。

也就是說，當參與討論的成員投入節目的討論情境時，他們個別以第一人稱「我」

的模式，對著電視機前、或現場的觀眾說話。雖然在大部分節目時間中，現場觀

眾並未加入討論，或並無現場觀眾。但沈默的觀眾始終是參與談話者刻意陳述論

點、或傾訴的對象。換句話說，雖然談話的「現場」彷彿是由參與者對話所構成

的一個封閉的劇境空間（diegetic space），但究其實，這個劇境空間含括了被設

定為「參與者」的現場或電視機前觀眾。 

由這種訴說模式中，可以明顯看出，電視中的政論談話明顯異於日常生活的

談話方式。Giddens曾將談話定義為「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下隨意的交談」
（Giddens,1987: 99）。自然發生，且不在特定的機構如法院、教會、教室或廟堂

等場地進行的言詞互動顯然是談話的特質（Levinson, 1983: 284; 見Scannel, 1992: 
4）。而電視中的政論雖不在上述的這些背景下發生，卻是在另一個有公開意涵的

場地，也就是攝影棚中進行。特別是，一些特定的政論節目尚包括了現場來賓或

開放電話 call in發表意見或質詰與談者，這使得電視政論有其公開的、建制性的

形式意涵。 

但一些政論節目顯然企圖降低這種言說情境的公開性，而在節目氣氛的建構

上，強調隨意的、機動的特質。Scannel（1991）觀察英國的談話性節目，主張
雖然在製作方式上，如鏡頭的使用、對於與談者的座次安排、發言時間的準確控

制等，可以看出言談在電視或廣播中公共的、機構性的意涵，但電視與廣播中的

言談「情境」顯然希望複製日常生活中言談的隨機與非正式的特質。 

這種擬仿日常生活的言談情境的模式，使得 Scannel認為文化研究承襲自文
學批評理論的「文本─讀者」模式無法有效的詮釋電視中的談話。因為這種模式
所衍生的「製碼─解碼」，常將傳播簡化為訊息的傳遞，並藉此強調文本意涵建
構在製作以及消費上的差異性，但這個強調單向的訊息流動模式忽略了電視這種

媒介對互動的重視。以談話性節目而言，話題如何被表述往往比說了些什麼要來

的重要。在節目的言談情境中，幾乎沒有任何製作的細節不是顧量到與觀眾的互

動性，從而言談關係的建立也複雜的包括了主持人與來賓、與談人與現場觀眾、

與談人與電視機前觀眾等關係的建立與維持。這些都使得談話性節目在類型的特

性上，有著自覺的（self conscious）、反思的（self reflexive）的表演特質，目的
是為了身處異地、而正在收看的觀眾。  

談話性節目的公開、尋常,以及囊括觀眾為互動的對象等特質，因此使得其
形式上具備了成為「公共領域」討論的可能性。Habermas對於資產階級公共領

域的探討，認為有一種理想的公共辯論形式是存在於特定的社會脈絡下，使得由



私領域走出來的個人能藉由合理的、有效的陳述，形成公共意見，並藉此防堵統

治階級或官僚對於日常生活的侵犯（Habermas, 1992;亦見 Dahlgren,1994）。 

依循這個觀點，必須省視的是傳播媒介是否藉由參與性的節目，提供一個制

度化的論壇來協調批判性的意見，並藉此達到符合公益的共識。Carpignano et. 
al.(1990)主張這種類型的節目的確可以成為公共領域中，具體化民主政治討論的

新地標。他們認為節目中運用交談的論述模式，除了可以增加與現場及電視機前

觀眾的親近性外，更使得因交談而顯現常識能夠勝過專家意見，成為有利公眾對

話的論壇形式。 

但多數英、美的學者對於談話性節目的公共意涵，不是持保留的態度，便是

明顯的駁斥這種觀點忽略了談話型節目中明顯的將議題個體化以及人物明星化

的呈現傾向。（見 Peck, 1995; Rosenstiel, 1992; Livingstone & Lunt, 1994; Dahlgren, 
1995；Grindstaff, 2002）。 

Livingstone & Lunt在 Talk on Television（1994）一書中，以詳盡的節目分析
與焦點團體訪談，剖析了英國談話性節目的群眾參與形式以及辯論的品質。他們

強調，作為一種節目類型而言，電視談話的特性在於挑戰了既定的類型分類方

式，特別是娛樂與時事、意見與情緒、論證與敘事間的區別。談話性節目表徵了

「資訊娛樂」（infotainment）的文本形式。因此其具備了開放的互文性的特質，

它必須依賴其他的媒介形式作為其文本意涵建構的依據。 

Livingstond & Lunt指出，這些節目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包括：專家與市井
小民的言詞互動；討論的形式包含辯論、譴責、證言、說故事等，且都在對話的

形式下進行；個人經驗與常識通常被看重，有時更甚於專家之詞；大部分的節目

製作費用低廉，但都安排在黃金時段播出；以及大部分節目都採現場播出，且甚

少有剪輯等。 

Livingstone & Lunt認為，這些包括現場觀眾參與討論的談話性節目雖然提

供了一個平台，使得一些過去被排除在公共傳播體系外的聲音可以藉由節目的討

論形式被納進來，但同時，這並不表示社會既定的權力關係可以因為這個平台而

有所改變。特別是，他們觀察的多數的節目融合了遊戲節目與時事討論節目的形

式，這種集娛樂、資訊以及意見於一身的節目形式，往往只是將發生在私領域的

交談搬上台面，與理性辯論及意見的形成仍有一段很大的差距（1994:167-75）。 

而 Rosenstiel(1992)則以美國政論節目為例，分析節目近年來逐漸朝向菁英化

的包裝傾向。他追溯這一類型節目的起源，指出現今電視的政論性節目源起於早

期廣播節目如《會見新聞界》（Meet the Press）, 然而當這類型政論性廣播節目

由具影響力的記者訪問政治人物，且強調以嚴肅、但不失溫和的語氣質問政治人

物，這些記者充其量只是扮演陪襯的角色，主要的任務是試圖導引出政治人物對

於特定議題的態度。 



政論節目在進入電視的年代以後，開始強調知名記者在節目中的主導性。特

別自八０年代以後，強調圓桌論壇的菁英式脫口秀開始發展出所謂「論斷式的新

聞」風格(assertion journalism)或者 Rosenstiel稱之的「脫口秀式新聞」風格（talk 
show journalism）。在這個演化的過程中，一些出身自平面媒體的文字記者開始
成為電視政論節目中的評論家或主持人，他們運用犀利的質問技巧、短而雋語式

的言詞、以及刻意挑起對立意見的申論方式，在政論節目中成為受矚目的焦點。

以平面媒體的立場而言，自己旗下的記者成為電子媒體新寵，等於也為報社作了

免費的宣傳；而對這些平面媒體出身的菁英記者而言，藉由上電視論政的方式，

則使得自己成為社會的「意見名流」，為自己打開了往後出書、演講等名利雙收

的契機。 

Rosenstiel認為，在這種政論節目將公眾論述「微型化」（miniaturized）的運
作邏輯裡，情緒的傳達永遠高於意見；而在政治態度的光譜裡，勇於凸顯一個特

定立場以挑起衝突遠較於論點的本質更為重要。 

Rosenstiel對於這種政論背後的價值體系頗表憂心。一方面，他認為這種脫

口秀式的政論文化已經回過頭來影響平面媒體新聞，使報社記者蔑視傳統較趨向

溫和中立的報導風格；另一方面，則是電視中的公共論述變得越趨尖酸刻薄，它

鼓張記者們以最容易惹爭議的意見凸顯自己扮演角色的重要性。更甚且，當政府

官員與媒體記者都成為「媒體塑造的明星」而模糊了原先該有的角色分際界線

時，這表徵了政論原先該謹守的，討論議題的「主題」（thematic）價值意涵，已
淪為為個人建構特定的媒體性格、並藉此累積知名度的「實用」(pragmatic)價值
意涵。 

由上述的文獻對於電視談話性節目的批評中可以看出，不管是標榜給市井小

民發聲機會的談話性節目，或者是菁英式的政論性節目，電視中的言談不僅只是

信手拈來的日常言談，更重要的，還有言談參與者的身分建構。如同 Livingstone 
& Lunt指出，電視「媒介」在處理並轉化言談的過程中佔了主動的角色

（Livingstone & Lunt, 1994）。而除了靈活的混雜了資訊與娛樂，打破了嚴肅新聞

與輕鬆八卦間的藩籬外，談話性節目的「人格化」節目中與談者的傾向，也是這

類型節目一個相當重要的特性。此特性使得此類型的節目，離理想的公共論述空

間更形遙遠。 

在 Tolson（1991）觀察英國專訪政治人物、或娛樂圈名人的談話性節目中，

特別分析了這種「人格化」傾向的特性。他規結出言談情境三種主要的特性：（1）
話題的建構通常傾向「個人的」（相對於機構的），或傾向於「隱私的」（相對於

公眾的）；（2）這種對於私事的偏好通常伴隨著機智與幽默的言詞展現（如強調
詞彙語意上的含糊以及雙關語）；（3）「言談」在任何情境中總是以可能逾越社會
規範的界限作為開端；換句話說，電視中的言談，旨不在強調社會規範或道統，

而在於玩弄這些規範或道統。 



Tolson認為這三種特性，凸顯了電視談話中，在形式結構上傾向於軼事或秘

辛的揭露，而且它們使得談話性的節目的類型特性著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與

Scannel相同，Tolson觀察到電視談話的與談者，相較於日常生活中的與談者，
多了「反身性」（self reflexive）的特質，亦即與談者對於自我身分代表的認知，
常在其對話中不經意的彰顯出來。雖然談話的情境在許多節目中，被刻意的淡化

其公開性，但與談者顯然對於其是「公眾人物」的身分，以及這種看似私下的、

軼事的，但其實是公開的交談形式與內容，有所知覺，也會在言談的情境中，不

時的以自我揭露、調侃，或自我批判的方式予以強調。因此 Tolson認為，電視
談話情境中與談者的人物性格塑造，會因這種反身的特性，而發展出一種「合成

的人格化」（synthetic personalization），意即私人的、主觀的經驗，在電視言談的
情境中，被刻意的操縱，以符合媒體建制的特定需要方式被表演出來。言談者間

的關係建立，以及個別言談者的主觀經驗，在電視談話的情境中，都可能是因為

電視媒體存在而產生的真偽互見、亦莊亦諧的經驗。因此，電視言談的論述技巧

所展現的，是對於什麼是媒體表演的、什麼是本於現實生活中真本性的混淆

（Tolson, 1992: 199）。 

這種「合成的人格化」的社會效應，Tolson指出已經影響到電視作為促進公
共議題討論論壇的真誠性(authenticity)。正如同政治人物的公眾性格也是一種「合
成的人格」，其在公共場合的談話也常遭致是否誠信的質疑，電視談話中人格的

塑造，也不可避免的在亦莊亦諧、既公開又私密的前提下，使得與談者說話的真

誠性不可避免的被放在「嬉戲」（playful）的框架中被解讀。這種現象大大的折

損了談話節目作為公共領域實踐的可行性。 

第一階段觀察所得 

在這九個月對於政論節目的觀察中，本研究暫時整理出以下的觀察所得，待

研究第二階段開始後，將以實證的資料分析充實論點的說服力： 

本研究自醞釀時期的 2004 年 12月至今，觀察到了政論性節目在數量上有顯

著的改變。2004 年 12月時，在有線與無線頻道上播出的常態形政論節目總計達

17個；然而經歷大約 1 年半左右的時間，政論性節目的數量減少到 11個。以下
兩表，說明這段時間政論節目的消長情形： 

表一：2004 年 12月政論性節目一覽表 

編

號

節目名稱 頻道 播出頻次 首播時段 節目長

度 
備註 

1 謝志偉嗆聲 台視 週一至週五 22：30 60分鐘  

2 文茜小妹大 中視 週一至週五 22：30 60分鐘  



4 台灣起動 華視 週一，二，五 20：00 60分鐘  

5 頭家來開講 民視無線 週一至週五 02：20 30分鐘 週五為 15：30播出 

6 台灣放送 TVBS 週一至週五 13：00 60分鐘  

7 2100全民開講 TVBS 週一至週五 21：00 75分鐘  

8 新聞夜總會 TVBS 週一至週五 23：00 60分鐘  

9 新聞挖挖哇 超視 週一至週日 23：00 90分鐘 週六、日只有 18：00

時段 

10 新聞駭客News98 衛視中文台 週一至週五 23：00 60分鐘 已於 93/12/17停播 

11 台灣call in Much TV 週一至週五 15：00 60分鐘  

12 台灣心聲 Much TV 週一至週日 21：00 60分鐘  

13 總統call in Much TV 週三，週四 22：00 60分鐘  

14 火線雙嬌 緯來綜合台 週一至週五 20：00 60分鐘  

15 台灣高峰會 東森新聞s台 週一至週日 22：00 60分鐘 週六時段為 23：00  

16 大話新聞 三立SETN 週一至週日 09：00 

 

60分鐘或

120分鐘

 

17 聽李鴻禧講看 

”口麥” 

民視無線 週日 14：30 30分鐘  

註：本表參考自《中國時報》刊登的電視節目表，參考時間為 2004/12/10至
2004/12/16。 

 
表二：現有政論性節目一覽表 

編

號 
節目名稱 頻道 播出頻次 首播時段 節目長

度 
備註 

1 文茜小妹大 中視 週一至週四 22：30 60分鐘  

2 頭家來開講 民視無線 週一至週五 21：00 60分鐘  

3 2100全民開講 TVBS 週一至週五 21：00 75分鐘  

4 新聞夜總會 TVBS 週一至週五 23：00 60分鐘  

5 新聞挖挖哇 超視 週一至週日 19：30 90分鐘 週六、日只有 18：00

時段 

6 超級新聞駭客 衛視中文台 週一至週五 20：00 60分鐘  

7 火線雙嬌 緯來綜合台 週一至週五 20：00 60分鐘  

8 大話新聞 三立 SETN 週一至週日 22：00 

 

60分鐘或 

120分鐘 

 

9 聽李鴻禧講看 民視無線 週日 14：30 30分鐘  



”口麥” 

10 文茜的的世界週報 中天新聞 週六、日 22：00 60分鐘  

11 公民眾意院 公視 週六 19：30 60分鐘  

以類型概念中的「文本結構」檢視現有的政論節目，其基本構成因素就是

談話。以目前各節目採用的談話模式來看，政論談話可以用不同的模式被呈現，

包括獨語、問答、交談、與辯論。話語呈現模式定義如下： 

1. 獨語：由單一的評論人，針對特定的時事提出評論； 
2. 問答：強調一問一答的方式，由主持人訪問專家或特別來賓 
3. 交談：有主持人，但交談的方式較無主客之分，由參與節目的各方以類似閒    

      聊的方式進行 
4. 辯論：強調與談人正、反雙方的意見對立或交流，同時主持人扮演仲裁、協      

      調的中立角色。 

以本研究初步分析這 11個政論節目而言，獨語的形式較少，多半的政論節

目，是以交談或辯論的形式進行。而問答的模式雖然也不算少數，但問答與交談

間的差別往往在這些節目中比較模糊。換句話說，問答型的政論節目裡，往往主

持人無法謹守提問人的角色，主持人有很多主觀意見的表達，使得談話的情境類

似交談。 

 
表三：政論節目類型呈現的結構一覽 

獨語 文茜的的世界週報、聽李鴻禧講看”口麥” 

問答 文茜小妹大、頭家來開講、新聞夜總會、新聞挖挖哇、火線雙嬌、大話新聞、 

公民眾意院 
交談 超級新聞駭客 
辯論 2100全民開講 

 
本計畫在這 11個節目中進行篩選，初步在這四個不同結構型態的政論節目

下，各自選出一個節目，作為下一階段分析的重點。這四個節目分別是：《聽李

鴻禧講看口麥》、《大話新聞》、《超級新聞駭客》，以及《2100全民開講》。 

以下各點，是綜合第一階段的一些觀察所得，這些觀察，由於缺乏較具系統

的經驗資料，目前僅作為下一階段節目內容分析的參考： 

1. 作為一個時事討論的形式，電視政論合理的角色應當是作為新聞報導的後

盾，以新聞報導的內容作為議題的設定者。但現階段一些電視政論在話題的

帶動上，卻屢屢轉後盾為前鋒，反而成為新聞報導議題的設定者。從高捷弊

案中陳哲男赴濟州島賭場賭博的照片曝光，第一夫人吳淑珍的股票信託、收

受禮券疑雲，到趙建銘的炒股案，首次挖掘或公布出消息的並非平面或電視



新聞，而是政論節目。 

2. 「2100全民開講」在特定議題的討論過程，已將政論視為「集體社會動員」

的工具，主持人與來賓的話語模式常常已脫離對話層次，而成為鼓動情緒性

參與的方式。例如，在陳哲男涉入收受政治現金案中，主持人與來賓不時以

鼓動式話語，鼓勵人民走上街頭，反對執政者的貪贓枉法。 

3. 政論節目出現的「名嘴」，有相當高的重複性。此重複性不但是指單一政論節

目常偏好特定的專家、學者、資深媒體人，且這些專家、學者也常遊走於不

同的政論節目間。 

4. 大部分政論節目中，主持人角色缺乏中立，且對於對談情境，常居於主導地

位。以問答形式發展的政論節目，主持人多半未能謹守提問人的角色，與來

賓間的互動類似對話者。另外，包括來賓的選擇、指定發言、以及截斷發言

的時機等，主持人常有絕對的主導性。且對於個別議題，也常發表看法。 

5. 電視政論中，參與對話的與談人由於重複出現的頻率頗高，也因此不同政論

節目有各自仰賴的一群「核心班底」。核心班底在政論節目的情境脈絡下，往

往呈現如 Tolson所指出的「合成的人格化」（synthetic personalization）特質。
意思是說，媒體名嘴私人的、主觀的經驗，在電視言談的情境中，被刻意的

操縱，以符合媒體建制的特定需要方式被表演出來。言談者間的關係建立，

以及個別言談者的主觀經驗，在電視談話的情境中，都可能是因為電視媒體

存在而產生的真偽互見、亦莊亦諧的經驗。 

6. 電視媒體作為一商業化運作的機構，機構的營利目的以及節目流程的序列性

對於政論呈現的形式有其影響性。其中，最主要的影響在於處理討論議題的

方式。所謂「爆料」的話語模式，製造話題的不確定性與延續性，成為符合

既有商業制度下電視節目流程存續的主要手段。 

下一階段工作 

一、資料蒐集 

 本研究在第一階段的觀察，主要重點是藉由文獻探討，凸顯問題意識；並且

針對現有電視的政論節目數量、型態與內容等，做初步的整理，以為下一階段文

本分析作更清楚的聚焦。 

下一年度的工作重點，將是針對現有篩選出的 4個政論節目，做較有系統性

樣本蒐集。文獻蒐集的方式，將是利用 9月至 10月這段時間，以約一個月的時
間側錄各個節目。並將各個節目的側錄所得，做較具系統性的樣本分析。另外，

亦將蒐集過往一年來，報章雜誌與政論節目相關的討論，作為交叉分析比較之用。 



目前初步擬定的樣本分析重點，將包括下列諸項： 

1. 政論的議題選定：每集節目中討論的議題選定，是否反映當日或是當週的焦     
                點政治話題；另外，話題的建構是否呈現時間上的連續性，   
               如個別節目是否有特定的主題傾向偏好（如統獨議題、政   

治人物品德、族群認同、政黨對立、政府施政優缺點等）。 
2. 議題的設定功能：在幾次特定的政治事件中，政論如何成為建構議題，而非

討論議題的場合。 
3. 政論的言辭建構：分析評論人的語藝策略，如何針對特定主題建構說理的策   

略。 
4. 互動模式：而如果是採質問、交談及辯論模式，則觀察的重點將放在主持人       

          與與談者的互動模式，以及此互動是否涉及情緒性語言或語境的
使用。 

5. 人格化建構：將針對主持人與與談者個別的言說內容進行分析。這些包括政

論「專家」的身分，在單一節目、或多個節目中如何建構；以

及個別以專家的身分現身的不同節目的與談者，是否因為不同

節目的政治屬性，而靈活調整其論點或語藝策略。 
6. 呈現形式：特殊視覺化技巧在節目的視覺呈現上扮演的角色，如分隔畫面，

特殊道具的使用、音樂等。 
7. 與個別政論內容有關的輿情討論：將特別針對目前備受爭議的「爆料」文化，

蒐集相關討論。 

    本研究聘用的兩名研究助理，在第一階段裡負責文獻蒐集以及整理的工作，

由於這兩名助理已屆畢業，本研究將於第二年中，由研究所學生中，另行挑選兩

名研究生擔任助理的工作。兩名研究助理未來一年的工作重點，將分三個步驟： 

1. 側錄節目 
2. 譯碼、分析節目內容 
3. 統整分析結果。 
 

二、論文書寫與發表 

本計畫在第一階段部份研究關切的重點，是電視作為一媒介，其特有的質性

如何影響電視文本意涵的建構。這個關切題旨，延續了提案人在 92 年年度計畫

《傳播的物性觀：形式與物的媒介認知論》裡對於媒介本體論的關注。提案人在

第一年的計畫執行期間，完成了”Theorizing materiality in communication”一文，
並投稿至 2006 年的國際傳播學會年會（ICA）。該文全文經過審查，已獲接受並
將於德勒斯登年會中傳播哲學組的「網絡與科技」組別發表。 

本文在第二年的寫作重點，將是依據文本分析的所得，整理繕寫一篇論文，



目前預計將投稿至 ICA明年的年會，並俟會中參與者提供的意見，納入改寫後，

選擇適合的期刊投稿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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